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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治罰觀念的歷史源流與本土化演變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班四年級  

鄧葶愉 

 

摘 要 

 

本文探討佛教於「治罰」觀念的形成與轉化，聚焦於中國文化影響下，佛教

的治罰方式對其印度來源的接續及演變。從追溯佛教懺悔倫理的源頭與意涵，探

討治罰觀念如何形成著手，並進一步梳理受中國文化影響下，中國佛教的治罰觀

念及實踐方式對其印度來源的承襲與轉變。回溯佛教中有關懺悔與治罰的基礎理

論，指出佛教強調懺悔的核心在於發露、改過與誓願不再復犯，而懲處僅為輔助

性手段。同時，對照《摩奴法論》，可見印度社會早已存在以苦行、贖罪、懺悔

來矯正過失的模式。 

佛教傳入中國後，其懺悔思想不僅涵蓋出世間的懺除前愆、淨化身心等修行

目的，更逐漸結合中國文化中的贖罪、悔過與治罰觀念，並受到儒、道思想及世

俗法律制度的影響。無論是僧團的戒律規範、家族的家法、學校的學規，抑或社

會法律的懲治方式，皆顯示懲罰作為維繫制度與達成警示矯正的重要輔助，呈現

高度相似性。而藉由梳理清規中的實際情況，可見僧團為維持清淨與秩序，逐步

吸收中國社會既有的懲戒方式。這些改變表現出佛教本土化的適應性，但也引發

其是否背離佛教精神的爭論。僧團內外的治罰實踐，從道宣對杖罰的批判，到明

清懺罪、金錢科罰並行的清規，反映佛教在不同歷史階段，受社會文化影響而進

行有所反省與調整，但其核心仍以促使犯錯者生起慚愧與懺悔心、回歸清淨修行

為本，展現出佛教因地制宜的特質。 

關鍵詞：佛教懺悔、治罰、戒律、清規、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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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中相當重視懺悔，並將懺悔視作修行中重要的實踐面向。然而說及佛教

中豐富的懺悔思想，又不得不區分為多個階段。從聲聞乘到大乘，乃至到漢傳佛

教，在戒律觀上，都經過重大轉變，故關於懺悔的思想、範圍、方法，什麼罪可

通懺悔淨化等方面，皆存在差異。此外，在律學、宗派理論、形式化的懺儀等不

同視域下，也可見到側重不同的懺悔理論。  

過去已多有研究指出懺悔實踐可分為世、出世間二類。1 懺悔除了適用於出

世間的懺除前愆、淨化身心，進而除遣障礙、精進修行，令僧團和合外，亦可作

為世間消災免惡、滿足所願，並關係到來世生存狀態之升沉的方式。而佛教的懺

悔思想在進入中國後，又與中國傳統文化裡的贖罪、悔過、罪感觀念、儒道的懺

悔觀等相結合，並受到佛教、道教、儒家等的共同重視。2  

因此本文期能從追溯佛教懺悔倫理的源頭與意涵，以及其中較少被討論的治

罰觀念如何形成著手，進而梳理受中國文化影響下，中國佛教懺悔治罰觀念，以

及實踐方式對其印度來源的接續與轉變。 

 

二、印度佛教治罰觀念的源流與特質 

（一） 佛教的懺悔倫理與還淨思想 

佛教律部文獻當中多有提及「還淨」，且與犯戒後的懺悔有密切關聯。而根

 
1 如：孫鍾鈞，〈南北朝佛教懺悔思想之探究〉。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111-1

26。孫桂彬，〈漢傳佛教懺悔實踐的理論與方法──以天台宗為中心〉。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

院博士論文，2016，頁 22-23。 
2 如：釋大睿，〈中國佛教早期懺罪思想之形成與發展〉，《中華佛學研究》2，1998，頁 313。釋

智學，〈中國佛教的懺悔觀──以永明延壽為中心──〉， 《正觀誌》》48，2009，頁 157。謝世維，

〈首過與懺悔：中古時期罪感文化之探討〉。《清華學報》新 40：4，2010，頁 75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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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攝大乘論釋》、《大乘莊嚴經論》等論典可知「律」的梵文「毘奈耶」

（Vinaya）一詞本身即具四義，分別為：犯罪、等起、還淨、出離。3 其中對於

「還淨」的解釋為「謂由意樂不由治罰，如受律儀」。4 亦即達到「還淨」的本質

在於意樂、善心而非治罰，就如同受持律儀禁戒的根本在於向善之志向。而關於

「還淨」的意涵在《瑜伽師地論》有如此解釋： 

 

云何還淨？謂如有一，隨所犯罪，即便生起五種惡作。五支所攝不放

逸行以為依止，由五種相，除彼所生五種惡作。（中略）以無量門呵

毀所起相續惡作為蓋、為障，我今於彼多住堅執，不能除遣，非極善

哉。了知此已，由是除遣所生惡作。如是名為所犯還淨。5  

 

藉此可知， 「還淨」之意涵在於五種惡作的除滅，所謂惡作即是厭惡所作，是在

從事惡事後，產生追悔之心。然而要除遣惡作，則必須透過俱時行不放逸行，如

法悔除、無犯違犯之事。如《瑜伽師地論》亦提及除遣惡作，恢復清淨的方法

有：斷除導致犯戒的無知、放逸、煩惱熾盛、輕慢；生起將來不再毀犯的意樂；

對有智的同行者發露懺悔等。6 由此可見，要滅除追悔之情，使自身恢復清淨與

至誠發露懺悔，決心不再復造有密切聯繫。 

就律學方面而言，持守戒律的重點並不是只在於形式上滿足有關德目即為完

成，最終的定慧圓滿才是究竟目的，然而戒律的持守並非容易之事，人們往往會

在某些生活倫理上出現偏失，故而有立戒之必要，也因如此，為了達至定慧圓滿

的修行目的，在出現行為偏差、觸犯戒律時如何補救是必須處理的問題。7 如何

 
3 《攝大乘論釋》，T31, no.1595, p.154c9-11。 《攝大乘論釋》，T31, no.1597, p.322a21-22。 《大乘

莊嚴經論》，T31, no.1604, p.610a17-18。  
4 《攝大乘論釋》，T31, no.1597, p.322a24-25。 
5 《瑜伽師地論》，T30, no.1579, p.871a4-b3。 
6 《瑜伽師地論》，T30, no.1579, p.871a18-28。 
7 游祥洲，〈論中國佛教懺悔理論的形成及其理念蘊涵〉。《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

會》，臺北：東大出版，2009，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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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犯戒者悔罪，不再重複違犯過失，又不至於執著、懊悔過去所犯之事，藉由懺

悔、還淨、出罪，重新回到清淨的修行生活，是需要加以考量的，而律部文獻當

中，有一類關於治罰的紀載、論述，可作為探討此問題的切入口。 

（二） 犯戒治罰的本質 

從佛教僧團懺悔儀式的發展來看，最初佛陀創立僧團時並無布薩、布薩羯

磨、波羅提木叉、會坐等制度，是受當時印度婆羅門、沙門團體皆有各類布薩儀

式影響，為順應社會文化習俗，而始有「偈布薩」。8 後來又因僧團成員發生種種

問題，造成社會觀感不佳，或障礙修行，故而又發展出「隨犯隨制」的制戒制

度。9 而佛教所引用的布薩儀式，最早可推至印度婆羅門教《吠陀》中，定期於

新月祭、滿月祭前夜進行齋戒，以嚮眾神、清淨身心的儀式。10  

由語言文字方面來看，「律」的梵語vinaya含有：引導、戒律、教養、修

養，謙恭、法律、調伏等義。其作用在於調伏、滅除過惡，是由佛陀針對實際、

具體事件之需要，而制定之僧尼生活規範。又、關於佛教倫理的律藏文本大致可

分為兩部分，一為波羅提木叉，二為犍度。其中波羅提木叉即教團之規制戒條，

內容涵蓋比丘、比丘尼應守持之禁戒條文、制戒因緣、所犯之罪的輕重詳解等。

「波羅提木叉」為prātimokṣa 之音譯，意譯為別解脫。通過持戒可以為身、口之

行為，生起防非止惡的作用，進而漸次解脫煩惱束縳。由此可知，制定波羅提木

叉的目的在於透過規範僧眾的外在行為、生活方式等，以達規行矩步、陶冶身

心，最終自覺的從煩惱中解脫。 

隨著波羅提木叉的完備，愈來愈多的戒條被訂定，逐漸詳盡了僧眾的集體生

活、個別問題等規定，亦逐步明確合乎團體規範的行為準則，以及隨所犯戒條的

輕重，配套與其相應的處理方式、罰則。 

雖然在制戒之初，治罰並非佛陀制戒的本意，在論典當中也多有指出「謂由

 
8 《摩訶僧祇律》，T22, no.1425, pp.446c07-447a14。 《誦律律》，T23, no.1435, p.158a6-17。 
9 《摩訶僧祇律》，T22, no.1425, p.238a22-25、p.412b24-27。 
10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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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樂不由治罰，如受律儀」。11 但單純依靠個人意樂來維持僧團清淨，屬於理想

狀態。在現實層面，因應僧團需面對的實際問題，而有治罰法的出現，不過仍不

失原來強調懺悔還淨的初衷，因治罰手段的用意在於調伏習氣頑劣的眾生，其主

旨乃為利用方便，令煩惱粗重的眾生產生深刻懺悔，進而恢復清淨。 

（三） 《摩奴法論》中的苦行贖罪與懺悔 

在探討佛教律法前，應該對將其孕育而生的背景有所了解。追溯佛教倫理思

想的形成，不可忽略兩千多年來影響印度社會、文化、法律深遠，至今仍存在影

響力的婆羅門教典籍——《摩奴法論》。 《摩奴法論》雖不是國家頒布的法律，但

其內容為結合吠陀經典、累世傳承和古來習慣，將教律、法律合而為一，故可從

中見到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從《摩奴法論》不斷影響後出

的法律書，也可見其對印度文化的形塑，有著相當的重要性。不過與佛教戒律相

同，二者內容表述都屬於期望、理想，不一定完全符合現實情況。12  

對宗教來說，「苦行」常有著特殊的意義，考察《摩奴法論》的內容，可見

有大量苦行與贖罪關聯的討論，其中除了對應所作罪行，而有特殊的苦行贖罪方

式外，也可以看到其中含有通過認罪、懺悔、苦行來達到贖罪效果的觀念。在法

論的第誦一章〈贖罪法〉第 225─233 條列出在犯罪後，可通過念律「莎維德麗

讚歌」或其它經咒來贖罪，又或者依靠坦白、懺悔、苦行、念律吠陀、布施等來

除罪的相關法條，並且也指出若因犯罪而感到心有不安時，就應該藉由贖罪苦行

來獲得心安。13  

在《摩奴法論．贖罪法》中有多條法條提及懺悔與苦行的關聯： 

 

226.罪過已經公開的再生人必須以上述這些贖罪苦行得清淨；而罪過

 
11 《攝大乘論釋》，T31, no.1597, p.322a24-25。 
12 [法]迭朗善譯，馬香雪轉譯， 《摩奴法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譯序。 
13 蔣忠新譯，《摩奴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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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公開者，則必須以誦禱告詞和進行燒供得清淨。 

227.犯罪過的人解脫罪過靠坦白、靠懺悔、靠苦行和靠念誦吠陀；有

難時，還靠佈施。 

228.一個人犯了罪過之後自動坦白到什麼程度，他就像蛇蛻皮那樣地

解脫罪過到什麼程度。 

229.他的內心對惡行遣責到什麼程度，他的身體就解脫這罪過到什麼

程度。 

230.犯了罪過之後，經過懺悔他就會解脫這罪過。「我不得再這樣做」，

如此痛改前非的人就會得清淨。 

231.如此在內心考慮過其行為將於死後產生的果報之後，他應該永遠

用思想、言語和身體行善行。 

232.無論因過失還是故意地犯了該譴責的行為，要想解脫它，就不得

重犯。14  

 

從以上法條可已得知，婆羅門教認為坦白公開自己所做罪行，是懺悔的首要條

件。犯罪者在自行承認罪行後，對其所作罪行產生內心的遣責、懊悔程度，與其

解脫罪行的程度，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繫。而且，需洗心革面、誓行「不再重

犯」，才得以再恢復清淨。 

再者，有關《摩奴法論》法典中的懲罰方式，可在兩類內容中見得，其一為

國家刑法，其二為贖罪法。在國家刑法中，常見的懲罰形式有：罰款、肉刑、驅

逐出境等，而跟據法論第八章第 129條，可知刑罰的使用順序應該是：一、申斥

懲罰，二、責罵懲罰，三、用錢懲罰，四、肉體懲罰。15 在贖罪法中則相當重視

苦行，其中苦行的具體實踐方式有：住於森林、限制飲食、奉獻生命、坦白罪

 
14 同上註，頁 238。 
15 同上註，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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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途步行、念律經咒、齋戒沐浴等。其中不乏具有儀式性的操作方式，且相

當重視與飲食限制相關的苦行。 

除此而外，法論中提及：智者認為贖罪苦行僅是用於過失犯罪；但也有些人

根據天啟來說其也適用於故意犯罪，認為過失犯罪得以通過念律吠陀來贖清，因

愚蠢而故意犯罪，則需通過各類苦行來贖罪。16  

從以上法論的例舉中，也可發現《摩奴法論》中的懺悔、贖罪，與上一節中

佛教的懺悔與還淨似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因二者終極追求的不同，仍有著

諸多根本上的差異。 《摩奴法論》的懲罰多有儀式性成分，重在以苦行消業恢復

身；而佛教則發展出以懺悔恢復清淨的治罰觀念，僅視治罰為令難以調伏者懺

悔，進而可以恢復清淨的輔助手段。 

 

（四） 律典中的有關犯戒治罰的規定 

佛教律典有一特殊之處，即： 「以罰罪罪」，其 纂形式是將「罰」的等級作

為分章，在各種「罰」底下才舉各種犯罪條文。17 根據佛教的治罰等級，可將罪

罰分為六種，分別是：波羅夷、僧殘、波逸提、提舍尼、突吉羅、偷蘭遮。又據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言出罪有異者，有其四種：一、由極重治罰，方出其

罪，謂波羅市迦；二、由處中治罰，謂僧伽伐尸沙；三、由下治罰，謂泥薩祇

迦；四、不由治罰，謂所餘罪」。18 可以確定為了出罪，依所犯之罪的程度不

同，會治以不同力度的罰則，而最輕的治罰為尼薩耆波逸提，程度在此之下的其

他罪名，則不需通過治罰來出罪。 

所謂波羅夷，亦即違犯戒律中的根本罪，已不再屬於沙門一員，故應以擯

出、不共住來處理。一般而言，犯波羅夷罪不通懺悔，但在《僧羯磨》中有言：

 
16 同上註，頁 223。 
17 勞政武，《佛教戒律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頁 158。 
18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T24, no.1458, p.531b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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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波羅夷罪，得法有三：一、犯，覆藏者，與滅擯羯磨；二、犯，不覆藏者，

與盡形學悔羯磨；三、學悔人重犯者，與滅擯羯磨」。19 因此可知如若在犯戒

後，自行發露而不覆藏，可通融不削除僧籍，不過盡形壽都須隨順非常嚴格的種

種限制，如：不得參與任何與戒相關僧團活動、不得親近外道、白衣、不得受清

淨比丘禮拜、迎逆、問訊等，且若再犯，即當滅擯。20  

僧殘，意指犯者尚存有殘餘法命，是戒律中僅次於波羅夷之重罪。犯者猶如

人被砍傷，幾瀕於死，殘有咽喉續命，尚有少許可懺悔之理，應對清淨大眾如法

懺悔，以除其罪，猶可留於僧團，但若所處境地沒有清淨大眾，則不得懺悔。21  

除僧殘罪的方法為別住，其具體實踐方式為行六日摩那埵後，請行阿浮呵那羯

磨，也就是六日六夜別住於他處，並為僧眾服務，以令大眾歡喜，之後才能乞阿

浮呵那羯磨，於二誦人以上之清淨大眾前告白懺悔，僧團亦依法作完儀式，令其

出罪、誓不再犯，並復返僧團當中。22 除此而外，犯僧殘罪還有一必須注意的區

別，即「覆藏」的有無，若於犯戒同時發露，無覆藏者，可直接行摩那埵之處

罰；但若故意覆藏者，則必須隨其覆藏之日期行別住，之後才能開始服行摩那埵

之懲罰。23 由此可見， 「無覆藏」應是懺悔的重要條件。 

波逸提，意譯為墮、應對治、應功用等，根據正量部的解釋乃因此罪多輕

細，難識好毀，因此毀犯者，應作功用對治，不令其滋廣。24 為輕罪之一，並不

斷滅善根乃枝條之罪，傷善處少僅為表面，不至損命。25 根據犯罪後的處理方

式，又可分為捨墮與單提二種，捨墮是與財事攸關的過失，故懺悔前須先捨財

物；單提則不局限於與財事相關之過，故僅需對他人發露懺悔所犯過錯。26 懺悔

 
19 《僧羯磨》，T40, no.1809, p.521b19-20。 
20 《僧羯磨》，T40, no.1809, p.521c16-22。 
21 《毘尼母經》，T24, no.1463, p.842c15-25。 
22 《毘尼母經》，T24, no.1463, p.842c25-28。  
23 《摩訶僧祇律》，T22, no.1425, p.263a12-16。 《沙沙部部和五五分律》，T22, no.1421, p.157c4-1

2。 
24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48a4-16。 
25 《毘尼母經》，T24, no.1463, pp.842c29-843a4。 
26 《沙沙部羯磨本》，T22, no.1424, p.224b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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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墮的具體程序於《四分律》中可見有四步驟：一捨財、二捨罪、三還財、四不

還財結罪。27 也就是說在犯此罪後，首先要將貪取之物盡捨與僧，接著才能進行

懺悔、捨罪，此須具六法： 「一乞、二請、三白、四悔、五誡、六受」，方完成悔

過。28 在此之後，拿到第一步驟捨財之物的人，須將所得之物歸還與原捨財者，

因為此人罪累已除，身心清淨，堪能消受物養。如若接受捨財者不將物品歸還、

或將其破壞，則結突吉羅罪。從此程序可見犯捨墮的根本原因為「貪」，要懺悔

此罪必須自白、懺悔罪過，接受大德教誡，誓不再犯，待身心清淨，方能接受原

來所得到之物。 

提舍尼，意譯為向彼悔29 、對他說30 等。此罪比丘有四種，比丘尼八種，皆

與飲食有關。31 為輕罪之一，犯此罪者，只要向一人坦白懺悔所犯過錯，呵治立

誓，即完成懺悔。32 屬於忘誤作、非故心作，可通懺悔，隨犯即懺，可數犯數

悔。33  

突吉羅，即惡作惡說等諸輕罪之總稱，此罪較輕，但仍有分輕重，若動身口

者較重，須對一人懺悔；若不動身口，僅違意業者較輕，對自己責心即為懺悔，

又因此罪重罪重責心，輕罪只需自念不應起如此心，故名為「責心懺法」。34  

偷蘭遮，根據罪行是否為其他五篇所涵蓋分為根本與從生二種，此二種之下

又各依輕重而分三品。根本偷蘭即不屬於波羅夷等五篇之罪，又作獨頭偷蘭，自

性偷蘭。犯上品根本偷蘭之罪須作大眾懺；中品之罪需對對小眾（三人）懺；下

品之罪需對一人作懺。35  

 
27 《沙沙部羯磨本》，T22, no.1424, p.224b17。 
28 《沙沙部羯磨本》，T22, no.1424, p.224c1-2。 
29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48a20-21。 
30 《南海寄歸內法傳》，T54, no.2125, p.217c16-17。 
31 《五分戒本》，T22, no.1422b, p.204b6-18。 《五分比丘尼戒本》，T22, no.1423, p.212b14-c8。 
32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103c12-21。 
33 《毘尼母經》，T24, no.1463, p.843a5-8。 
34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48a25-b16。 
35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100b21-27。 《僧羯磨》，T40, no.1809, p.527b26-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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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偷蘭乃欲犯波羅夷、僧殘二罪而行方便，但最終不成立之因罪。從生又

依輕重分為三級，罪重者即觸犯將構成波羅夷而未遂之諸罪，應於一切僧中懺

悔；次之為波羅夷中偏輕，僧殘中偏重之方便，應於界外四比丘眾中懺悔；輕者

乃僧殘中偏輕之方便，應於一位比丘前懺悔。36 該罪的懺法程序與波逸提相同，

依所犯輕重品級，對相應人數的僧眾發露懺悔後，自責己心，並生厭離。 

從以上治罰等級分類中，可見各罪罰的核心宗旨為「懺悔」，強調坦白發露

後，承認所犯過失，誠心自責、悔改，並將懺主、大德等的教誡頂戴奉持，決心

不再違犯相同過錯。 

關於治罰方式，根據《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中的敘述，可知律藏中有九

種治罰方式：「今明治法七種九種。言七法者：一謂訶責，二謂擯出，三者依

止，四者遮不至白衣家，五者不見罪，六者不懺罪，七者說欲不障道。加惡馬、

默擯二法，則為九也」。37 所謂「呵責」即是「先出其過，後明正治」，由大德僧

教誡違犯者，並奪三誦五事，經過一段時間待確認犯者已隨順眾僧，無有違逆

後，方得解除訶責羯磨。 「擯出」，亦即驅逐出僧團，是對待犯了重罪，又心無慚

愧者，最嚴厲的懲罰。需將其驅擯的原由有三：一是為了保護其他人，二是因為

此人已不勘任法器，三是因為此人若留在僧團，會破壞僧人的威德，因此必須不

再眾所不容者共住。38 「依止」，是令犯錯者親近通曉法律的人，學習毘尼，需

在明達戒律之持犯後，才得以出罪。 「遮不至白衣家」，是對不尊重、惱亂居士之

僧人的處理方式，要求犯此錯者，必須前往居士家中登門道謝，待僧俗兩相和解

後，方得出罪。 

「不見罪」、 「不懺罪」、 「說欲不障道」三者合稱為三舉，對於犯此三罪者，

應舉行羯磨法，由其僧眾舉其罪過，並將犯此罪者擯棄於眾人之外。不見罪即犯

罪而不認罪者；不懺罪是指破戒卻不肯懺悔，還認為眾僧之訓誡是妄陳濫說者；

 
36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100b16-20。 
37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19a1-4。 
38 《瑜伽師地論》，T30, no.1579, p.687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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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欲不障道則是指不捨惡見，堅持說障道之事為不障，邪心決徹者。 

「惡馬」與「默擯」同樣是對於不見罪、不懺罪者的治罰方式，最終亦以滅

擯處理。惡馬是指犯罪後，不論輕重都自稱不見者，如同難以調幅的惡馬，對待

此人需如同對待惡馬，直接連同栓繫得木樁一併丟棄般，棄捨一切不再過問。默

擯則是對待犯重罪後，心無慚愧不肯學悔，還妄入清眾，濫居僧限者的處理方

式，執行方式即所有七眾都不與此人共事、共住、來往交言。39  

由以上討論，可知治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令違犯戒律者清楚所犯過錯，並徹

底悔改，呵責、依止都是為了令違犯戒律者充分了解應守持的戒律規矩，以及所

做惡事的過患，進而不再反覆犯錯。然而，對於本身犯錯又沒有懺悔心的人，就

會採取擯之的處理方式，以減少不清淨者對僧團造成的破壞與影響。 

（五） 治罰、懺悔與修行的關聯 

依據《根本薩婆多部律攝》所言，人會犯罪的原因有五種：一、沒有羞恥

心；二、對於教誡沒有恭敬心；三、由於情懷放逸；四、由於稟性癡鈍；五、由

於忘失正念。40 由此可知，心念、性情上的問題，是犯罪的根本原因。而為了折

伏、調整導致犯罪的偏差心念，便有了治罰的介入，給予犯罪者學習機會，令其

在接受懲罰的過程中轉變心念，再透過懺悔法予以除罪。然而，有關治罰與懺悔

或修行間的關聯，在律藏、論典當中多有提及，以下分別說明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指出： 「凡是罪者，我說由心，能從罪

起，不由治罰，是故我聽必有如是稟性羞愧，應對一人而說其罪」。41 從此可

見，犯罪的根由與從罪中出離的動力，都是源於心的作用，而非單純的治罰，也

因為人有羞愧的稟性，故而要求犯罪後，應對一人說出所犯之罪，再由大福德人

或眾首上座，對彼宣說教悔，以達真正的懺悔出罪。 

 
39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21a4-b1。 
40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T24, no.1458, p.531b28-c2。 
41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T24, no.1452, p.438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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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世親《攝大乘論釋》中則有說說明名為「毘奈耶」的四項基本原理，分

別為：犯罪、等起、還淨、出離。所謂「犯罪」就是犯了佛教戒律中的五大類，

即：波羅夷、僧殘、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總括比丘、比丘尼之各項

戒條；而「等起」是犯罪的因，主要會因為無知、放逸、煩惱熾盛、不尊敬等原

因，而違犯諸罪； 「還淨」強調「由意樂不由治罰」，心意上的清淨遠重於形式上

的處罰，但也並非認為治罰都無益處， 「出離」罪業的七種方法中，就分別有：

「各各相對說悔所犯」、 「誓受治罰」等。42  

除此而外，從《摩訶僧祇律》中的佛陀教導優波離如何滅比丘諍事的因緣故

事裡，可以看到要處理諍事仲裁者應該「應作羯磨者，作羯磨；應治罰者，當罰

之」，而其他參與會議的僧團大眾若真有過失，就應當心甘情願的接受治罰。此

外，欲滅諍事者也應該衡量自身的體力、福德力、辯才力、無畏力等，並清楚事

情的來龍去脈，再決定是否能去擔任仲裁的角色，負擔息滅諍事的責任。倘若該

諍事已經由來已久，當事人又剛強難調，則應該求助大德比丘或多聞、阿練若比

丘來共滅此事，如果還是沒有適合的人選，也可以尋求大勢力優婆部或國王、大

臣，因為引起諍端的比丘看到優婆部容易心生慚愧，看到豪勢容易心生敬畏，使

得諍事更易平息。除此而外，環境也相當重要，所以必須為協助滅此諍事者準備

良好環境，以及隨時、各事的供給。而擔任邀請優婆部來斷事的比丘自身也必須

有良好的品質，有黠慧、知事因緣、不怯弱、不求他過、不畏眾人才能堪任。43  

藉由以上的舉例，可以知道以律法作為外在約束的意義在於為自我約束立下

基礎。因此雖然律是僧團一致奉行的行為規範，但治罰的輕重不一定是齊頭式的

平等，而是透過會議討論，衡量犯錯者懺悔程度，進而對施治對象因材施教。治

罰的目地是為了令個性剛強、難以調伏的犯罪者隨順、奉行戒律教勅，又犯罪本

身並非不可原諒，而是因為當事人煩惱粗重，障礙自己及大眾的修行，故而需要

 
42 《攝大乘論釋》，T31, no.1597, p.322a21-b3。 
43 《摩訶僧祇律》，T22, no.1425, pp.327c22-328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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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提出、懺悔，使得自身與僧團的修行環境恢復清淨。 

再者，從上述的各種治罰方式也可見僧團中所使用的懲罰比起肉體的受苦，

更偏向於精神層面，且以權利剝奪為主，與印度婆羅門教《摩奴法論》中以苦行

贖罪的方式大有不同。因對於深信佛教業力思想的修行者而言，違反戒律會導致

戒律的喪失，除制度上的懲戒外，在修行中失去戒律的保護，並造作深惡業障，

使得修行退步，於輪迴中沉淪是更為嚴酷的懲罰。 

另外，除了上述有關面向僧團的律典規範外，在大乘經典當中，也有相似的

敘述，如《大乘寶雲經》卷二當中提及：「見是眾生作諸罪業，以是因緣，若捨

今身必受阿鼻地獄苦報，是時菩薩生憐愍心，以慈悲故，念彼眾生；為治罰故，

而折伏之，後方教悔。如是菩薩救濟眾生善巧方便」。44 可見對於大乘菩薩而

言，治罰是救濟眾生的善巧方便。由於對眾生的悲憫，同情眾生即將因所作罪

業，墮於地獄受苦，故而也指出需要先運用治罰的方式來折伏之，後使其能接受

教悔。 

 

三、中國佛教治罰方式的轉變 

雖然從《行事鈔》中，可見道宣已對當時中國佛教界隨順世俗作法，流行不

符合戒律的治罰方式，提除質疑、批判，希望革除流弊，但仍無法起到強而有力

的作用，含有中國特色的治罰方式依舊在漢文化圈裡流行。為了解此中緣由，以

下分別從「中國佛教的戒律變革」、「中國世俗治罰方式對佛教的影響」、「新形態

治罰方式與佛教原有思想的關聯」等三方面，探討佛教治罰法與中國社會、文

化、法律等的交涉問題。 

（一） 中國佛教的戒律變革 

 
44 《大乘寶雲經》，T16, no.659, p.251b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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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佛教戒律有因地制宜、隨機應變的精神特性，如果戒律無法適應當時

代、地區出家人的日常生活，或者在實際上並不可行，固守成規的持守則不具備

任何意義與價值，故而僧團會透過會議決定有關隨方毗尼、小小戒的開遮等戒律

問題。45  

佛教戒律在中國的發展中，最具特色者，即是禪宗寺院發展出的「清規」。

由於禪宗發展出的新戒律觀，突破傳統戒律的具體戒條，以不失基本原則與精神

為準則，融合大乘菩薩行，體現出大、小乘戒的高度結合。為適應弘法所需，不

再墨守成規，靈機應變的將參禪悟道寄於日常生活當中，最終推演出既符合戒律

精神，又適應中國文化的一套禪宗僧團制度匯 ，其中的行為規範、獎懲措施

等，可視為佛教戒律的補充，亦是戒律中國化進程日益漸增的必然產物。46  

藉此可以推知，由於佛陀制戒有順應當地環境、風俗情況等的特性，故在面

對時代變遷、社會發展時，佛教戒律的開展愈發適應中國社會文化，而符合中國

文化的治罰方式，才得以融入佛教清規戒律之中，成為管理寺院僧團規範的輔助

措施。 

（二） 中國世俗治罰方式對佛教的影響 

在中國世俗的刑罰與教育場域中，常見有以杖打的方式來治罰者，但在中國

僧人對律典的解釋當中，有多處提及以杖打人的極端懲罰方式，是不被認可的治

罰方式，由此可見在中國以杖打作為治罰方式應非個例。此外，至明清時期，清

規當中將罰金代替懺罪等，以罰金多寡作為衡量懲罰輕重的標準，乃至清代成為

裁罰主流。47 這些流行一時的具體處罰方式，與佛教思想本身是否有出入，或者

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有所轉變，尚值得商榷，故以下對中國的治罰方式進行討論。 

 
45 佐藤達玄著，釋見憨、鍾修三、歐先足、林正昭譯，《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嘉義：香光書

鄉，1997，頁 76。 
46 黃奎，《中國禪宗清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 1-8。 
47 徐維里，〈近世禪宗清規中的金錢觀〉。《臺大佛學研究》40，2020，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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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的世俗治罰，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教育的手段，一是法律中的刑

罰。二者皆由來已久，雖然各有側重，但又關係密切。有關作為教育手段的懲罰

方式，最早可推至先秦時期。在西周時期，已出現一套較完整的督責之術，主張

獎勵與懲罰並存，對於德行與道藝設有階段性的考核，並對不修德行又反覆教育

無果的學習者施以流放之罰；在教學過程中，亦輔以「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利用扑撻的手段鞭策學習者，同時對於懲罰的使用與程度相當慎重，更偏向於藉

由道德感化世人思想。48 隨教育體制的發展，雖有更多豐富的教育思想被提出，

但從史籍、學規等地文獻記載中，可知關於責打、體罰的方式，無論官學或私學

至今依然沿襲。49  

除上述的學校教育外，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相似的作法。唐代可謂從「家

訓」過渡到「家法」的轉捩點，中唐之後，市民階級逐漸形成，社會權力下移，

依規矩處置家族內部事務的意識深化，始有「家法族規」中懲罰條文的產生，至

宋代以後，因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興起，「家訓」內容逐步帶有

懲罰性和殘酷性。50 會將對違犯家規家法者，處以嚴厲體罰的內容明文載入，

如：霍渭崖《家訓》中即有：「凡子姪有過，俱朔望日告于祠堂，鳴鼓罰罪，初

犯責十板，再犯二十，三犯三十，三年不改，斥出」等。51  

在刑罰方面，從《尚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

刑，金作贖刑」，52 可知中國先秦時期的刑罰條例中，即有五刑、流放、鞭笞、

 
48 杜成憲，〈以學為本：先秦教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史博士學位論文，2018，頁 33-36。 
49 參考：謝守華，〈唐代太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學位論，2020，頁 69。白松閣，

〈唐代中央官學的學生研究〉。湖南師範大學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 66。李春燕，

〈宋代太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頁 283-284。趙夢梅，

〈元代書院規約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史碩士學位論文，2018，頁 48。王永麗，〈明代官學學規研

究〉。山西師範大學教育史碩士學位論文，2019，頁 30-32。劉麗君，〈教育懲罰研究〉。東北師範

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博士學位論文，2015，頁 44-46。 
50 田建榮，〈古代童蒙懲罰式家庭教育特點探析〉。金瀅坤主 ，《童蒙文化研究（第一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 244-245。 

51 明．霍韜，《家訓》（景印汲古閣精抄本）。收入《涵芬樓祕笈》第二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

館，1924。 

52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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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撻、贖刑等的科罰方式。又《左傳》中載有「周有亂政，而作九刑」，53 九刑

亦即前列之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加上流、贖、鞭、扑等刑罰。不

過，據沈家本所言，「扑」即笞杖，三代以上不在五刑之列，僅用於學校典禮諸

事，作為教訓之用。54 長時間以來具體實施以肉刑為中心的五刑為主，至隋開皇

元年隋文帝頒佈《開皇律》將五刑更定為：死、流、徒、杖、笞，扑刑才正式被

列入其中。55 又、《唐律疏議．名例律》沿襲隋律之五刑規範，並成為後世刑罰

之典範，五代乃至兩宋在判罪定刑上，仍多沿用舊律，惟宋太祖制定折杖之法，

以脊杖或臀杖折換原先的笞、杖、徒、流等刑罰。56 笞、杖二刑即原來的鞭、

扑，而將笞、杖定為官方認可的正式刑罰，也對民間儒、佛等的教化方式產生了

影響。57 此外，在《大明三藏法數》中有「五篇配五刑」的詞條，將佛教五篇

──波羅夷、僧殘、波逸提、提舍尼、突吉羅依據犯罪程度與中國五刑──死、

流、徒、杖、笞相搭配，來加以說明。 

（三） 新形態治罰方式與佛教原有思想的關聯 

1、 杖打體罰 

延續上段所述，中國杖打的懲罰方式，不論是在教育抑或刑罰方面的應用，

都有悠久的歷史。而在佛教進入中國後，也受到中國社會的法律、文化等因素影

響，將此作法融入寺院僧團的管理軌則當中，呈顯出佛教律學的本土化。然而，

此做法實有違背印度佛教原始律制的疑慮，因此並非被所有佛教人士認可，像是

道宣就曾提出嚴正批判。參考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當中有：「自三世

佛教，每諸治罰，但有折伏訶責，本無杖打人法」。58 可知最初在設立治罰法

 
53 誦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春秋左傳正義（誦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

0，頁 1414。 

54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322。 

55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710-711。 

56 王信杰，〈唐至宋舊五刑體制的破壞與元代近世新五刑的建立〉。《史耘》17，2015，頁 49。 

57 孫桂彬，〈理論與現實：從杖打透視佛教律學本土化〉。《世界宗教研究》3，2016，頁 106。  

58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33b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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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僧團中雖設有責備、處罰機制來調伏犯戒者，但並不使用杖打的方式。然

而，到了唐代，道宣律師因看到當時佛教界出現大德、眾主本身沒有德行，卻以

拷打、拘禁的方式對待體罰僧團成員，而提出嚴正批判，並指出有人引《涅槃

經》當中的「三子之喻」來維護暴力處罰的正當性，但卻忽略、誤解了《涅槃

經》原本舉此譬喻的宗旨，其後亦引用《涅槃經》中「勿殺勿行杖」一句，指涉

眾生皆因惜命而害怕刀杖，故應設身處地的為眾生著想。59 可見道宣對《涅槃

經》與佛教傳統的基本觀點有一定的了解。從完整的「三子之喻」的內容可知若

要對眾生採用較為激烈的手段治罰，必須建立在平等、慈悲之上，是因將破戒

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視如己出，為了教導大眾，作惡必得苦果，從而遠離諸

惡的目的，而使用的方便手段。60  

又、考察《涅槃經》中「勿殺勿行杖」段落的前文，可以發現佛陀肯定呵

責、教誨的重要性，並指出「若復有人受他教誨遠離眾惡、復教他人令遠眾惡，

如是之人則我弟子」；但若人自身已作逆罪、毀犯禁戒、不守威儀，則應深自發

露懺悔，以求清淨，不應再見他人過咎。61  

除《涅槃經》外，道宣亦引多種佛教典籍來輔證其立場： 

 

如《攝論》言：菩薩得淨心地，得無分別智，方便具行殺生等十事，

無染濁過失等。今時杖治弟子者，咸起瞋毒，勇憤奮發，自重輕他，

故加彼苦；若準《涅槃》「恕己為喻」，則針刺不能忍之。又有愚師，

引《淨度經》「三百福罰」。此乃偽經人造，智者共非。縱如彼經，不

起三毒者，得依而福罰；今順己煩惱，何得妄依？《律》中：瞋心訶

責，尚自犯罪；乃至畜生不得杖擬，何況杖人？《地持論》中：上犯

 
59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33b19-25。 
60 釋濟群，《僧伽的教育問題——師資相攝篇解讀》。蘇州：蘇州西園戒幢律寺．戒幢佛學研究

所，2017，頁 140-141。 
61 《大般涅槃經》，T12, no.374, p.426b27-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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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黜，中犯折伏，下犯訶責。亦無杖洽。《大集》云：若打罵破戒、

無戒袈裟著身剃頭者，罪同出萬億佛身血。若作四重，不聽在寺，不

同僧事；若謫罰者，於道退落，必入阿鼻。何以故？此人必速入涅槃，

故不應打罵。準此以明，則自知位地；生報冥然，濫自欺柱，可悲之

深。廣如彼經。《僧祇》：若師訶責，弟子不受者，當語知事人斷食。

若凶惡者，師自遠去。若依止弟子，師應出界一宿還。若弟子有過，

和尚為弟子懺謝諸人云：「乃至凡夫愚癡，何能無過？此小兒晚學，

實有此罪，當教勅不作」，如是悅眾意。62  

 

藉由以上引文，可知道宣對於佛教論典、律儀乃至中國撰述都有相當程度的熟

悉。首先，舉《攝大乘論》強調杖治弟子者，應自身達到一定境界，內心沒有染

濁過失，才能如初地菩薩一樣為了化導眾生，而方便行殺生等誦不善業。面對難

伏眾生採取特殊手段是可行的，但並非所有人都有資格如此行事，故需先衡量自

己的居心何在，是否在具備清淨、慈悲心。再者，批判《淨度經》為偽經，而且

假若如其中內容所言，行「三百福罰」，亦即依據罪過輕重福罰，以杖笞人一百

至三百，也應該是要在不起三毒、不隨順自身煩惱的情況底下。而律典當中也規

定：以瞋心呵責他人、以杖打畜生是違犯戒律之事。那麼以杖責人更是不被戒律

所肯定的事情，且《地持論》中提及各種對治犯戒的處理方式，但當中並沒有以

杖打罰的作法。其次，在《大集經》中也同樣指出師者、寺院管理者若要責罰犯

戒者，應該明確自己的心態與修行境界，並考慮當中的因果報應。更強調就算是

對待破戒、無戒但剃頭著袈裟者也不得打罵，否則與出佛身血同罪，會墮入阿鼻

地獄，但也並非不對犯戒者進行制裁處理，可依律典中提及之剝奪共住、參與僧

事等權利等方式，如法的施行處罰。除此而外，透過《摩訶僧祇律》可以看到為

師者面對弟子教育問題時，應具備的正確態度。在弟子犯下過錯時，師父應加以

 
62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p.33b25-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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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備，如若弟子不受教，可採用不供給飲食的方式，來令弟子生起懺悔。但若遇

到頑固不靈的情況，師父也可選擇自行離開，解除師徒關係。且除了教育犯錯的

弟子外，師父還須代弟子相大眾懺悔致歉，保證加強教育，來令僧團大眾歡喜和

悅、取得諒解。可見師父對弟子的教育，應該出自於慈悲愛護，而不是個人的情

緒、身分地位，或用以切割彼此關係等。為了教育而行治罰法，施教方需要注意

心態、方式，濫用職權、違背慈悲發心，也會因此背負相應的果報。 

綜合以上各種論述，可知道宣的批判，堅守印度佛教治罰重意樂、重心念調

伏的原始精神。然而從後世實踐、清規中杖罰仍有所保留，可見中國社會利用身

體懲戒以示威權的世俗觀念，對佛教僧團管理產生的深刻影響。 

2、 金錢懲罰 

禪宗清規當中將金錢的付出作為懲罰方式，應也可以作為佛教倫理與中國本

土文化交涉之討論的切入點，故以下分別就法律、學規、家族法、清規當中與金

錢懲罰相關的規定進行探討。 

在中國法律中最早涉及金錢之懲罰者，應屬「贖刑」，早在《尚書》中已有

相關紀載。然而，贖刑是作為代替刑出現，而非獨立之懲罰，是在所犯之事有疑

慮難以定罪，或犯罪程度較輕，又或犯罪者擁有一定社會身分地位等，才會被使

用的替代懲罰方式，犯人可以繳納一定數量的金錢，或服一定期限的勞役減免其

罪。要到秦律出現，才始創新形態的刑種——貲刑。罰貲應是中國最早的罰金制

度，不同於贖刑的抵罪，其本身即為一種刑罰，以罰財物或罰勞役作為對犯罪者

的懲罰。至漢代，罰金刑取代貲刑，並與贖刑完全分開，對於犯罪情結輕微者可

直接處以罰金。63 然而隨贖刑制度的發展，到南北朝時期，已然成為獨立的財產

刑，因此贖刑與罰金合二為一，罰金不復存在，北朝諸律中皆未見有罰金的規

 
63 孫明芸，〈秦漢勞役刑與財產刑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罪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10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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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贖無罰的變化延續至清末。64  

再者，現存文獻當中，最早在元代的學規中，已可見學校教育中明確使用罰

款作為教育手段。在紀錄有蒙元時期學校教育制度的《廟學典禮》中載有： 

 

在籍儒人，凡遇朔望，不犯紅日，並須請學，親筆書名，陪拜聽講，

雍容就列，不得諠譁，如有事故者，先期具狀，經教官給假，附簿以

憑稽考。或未經請假，妄稱事故而不赴學者，從舉事檢舉，具呈教官，

依例行罰。徵到鈔數，委各司罰置簿收掌，以助修學，或充課賞。65  

 

由此可知，元大德年間已有書院學校確立了「朔望聽講」之制度，且在聽講過程

中要求必須安靜有序。若因事故無法到場，須先提出請假申請，由教官准假、紀

錄。未經請假程序，而妄稱事故不赴學者，如被檢舉，將會處以罰款，而所收之

款項會用於補助修學，或充作課賞。至大德三年(1299) 四月，又再次重申以上規

式，並進一步細化規定中的罰款金額，「初犯罰中鈔五錢，再犯罰一兩，三犯別

議施行，仍令教官置簿標附不到姓名，並將罰到鈔數，俱令司罰收掌公支。」66 

可知有關罰款的規定在當時重新被謹慎考慮，且適當給予學生改過機會，並以金

額多寡作為懲罰程度的衡量。 

費成康考察唐代至民國年間約三千部的家法族規，發現各地宗族陸續采擇的

罰則中，經濟懲罰已是一大類常見的懲罰手段，所謂經濟懲罰包含：革胙、罰

停、罰錢、罰物等。透過停止部分福利、賠償及私產充公等方式，處罰損壞宗族

公產，濫用宗祠、義莊經費，以及損壞、盜賣宗譜等的族人。67 藉此可知，財產

類的懲罰有約束族人的作用，在遇到損害宗族集體財產，或涉及宗祠事務時，會

 
64 羅翔，《刑罰的歷史》。香港：三聯書店，2022，頁 168。 

65 《廟學典禮》卷五，中華古籍資源庫，頁 3，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

d=892&bid=136958.0。2026年 1月 6日瀏覽。 

66 《廟學典禮》卷六，中華古籍資源庫，頁 2，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

d=892&bid=136958.0。2026年 1月 6日瀏覽。 

67 費成康，〈論家族法中的懲罰辦法〉。《政治與法律》5，1992，頁 17-18。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36958.0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36958.0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36958.0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36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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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罰錢、罰物等方式，來令犯錯者牢記錯誤，沙補過失。 

雖然原始佛教戒律的理想中，為使出家眾能破除對財物的貪欲、執著，故不

允許僧侶擁有私人財產，也因此財產類的懲罰方式並 不適用於僧人。且參考

《國清百錄》中的立制法，可知中國佛教早期教團規定的懺悔、懲處方式主要是

罰禮拜懺悔、不共住等，而幾乎沒有物質性的科徵內容。68 但為了適應現實社會

中，如無金錢積蓄、生活必需品、居所等，則難以維續生活的正常運作，也無法

安心修道的困境，故開始在某些條件下，開許僧眾接受財富供養。在佛教傳入中

國後，更為了順應中國的風俗民情，佛教人士對於金錢的態度產生了重大轉變，

在清規當中可見不少與財產相關的規定，在《勅修百丈清規》中即有：「恪守祖

規隨事懲戒，重則集眾箠擯，輕則罰錢、罰香、罰油，而榜示之。如關係錢物則

責狀追陪，惟平惟允使自悔艾」69 的紀載。且隨時代發展有愈來愈重視金錢的趨

勢，特別是晚明雲棲株宏結合金錢與功過格概念，立訂富有功過格特色之寺院規

約，其中罰則更將懺罪和罰金並行，影響後世清規幾乎都將罰金作為裁罰的主要

標準，直至民國以後經濟因素的介入，貨幣價值浮動甚大，罰金不再能作為公允

的判罰憑據，才漸出清規罰則的主流。70  

除此而外，從敦煌文獻中也可以發現科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相當重要的教

團管理制度，故可知當時代、地區僧人蓄財的情況應相當普遍。然而不同於明清

清規中明確的以金額數量多寡來作為衡量嚴重程度的依據。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

團的科罰主要形式為：罰酒、糧食等，且在當時人們的標準中，物質科罰相較於

棍棒體罰更為嚴重。71 科與罰、罰金與懺罪的結合說明了佛教教團戒律在與中國

世俗觀念交涉後，更進一步的朝向一般社會都能接受、認同的懲處方式靠近。除

財產懲罰對擁有私產的僧團成員有顯著的約束效果外，也由於方便造冊管理，又

 
68 《國清百錄》，CBETA 2024.R2, T46, no.1934, pp.793b24-794a17。 

69 《勅修百丈清規》，CBETA 2024.R2, T48, no.2025, pp.1121f10-1122a2。 

70 徐維里，〈近世禪宗清規中的金錢觀〉。《臺大佛學研究》40，2020，頁 68-75。 

71 鄭炳林、魏迎春，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科罰制度研究〉。 《敦煌研究》2，2004，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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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寺院營生，使金錢懲罰成為明清以後各道場重要的治罰選項之一。72 然

而，從《雲棲共住規約》中指出可用勞動替代金錢懲罰的作法，73 可知金錢懲罰

在中國清規中的確立，並非簡單的世俗化，其背後的旨趣，與佛教律論當中犯別

住、摩那埵者應行苦役、服務僧眾，令大眾歡喜，以取得諒解，進而恢復僧團清

淨的治罰理路相契合。 

四、中國佛教治罰方法對中國倫理觀的適應 

中國佛教對律藏中懺悔治罰觀念的接受與修訂，與戒律文本中國化有密切關

聯。大乘戒、菩薩戒思想逐步滲透中國社會，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為合理解釋

同時存在的不同戒律觀點，中國僧人受儒家等級觀念的影響，將戒律重新進行分

類，依持守者的身分加以等級分判，如：唐宋間延壽撰《宗鏡錄》將戒分為凡夫

戒、二乘戒、小菩薩戒、大菩薩戒、佛戒等。74 如此也使得菩薩戒思想備受重

視，且重要程度高於聲聞戒。故在解釋戒律上爭議時，往往會從大乘菩薩行的角

度出發，不死守僵化羅列的條文，而將重點放在菩薩度眾的無盡悲智上，因此原

先敏感、不被接受的治罰方式，也得以合理化。在融合折伏輕慢以生懺悔、菩薩

戒精神，與尊師重道的儒家倫理等思想後，打罵治罰被賦予了合法性。如在《梵

網經菩薩戒本疏》「無忍酬怨戒」中，即提到菩薩理應忍行內宛，慈悲外溢，不

可瞋罵及打眾生，但有一情況例外，就是為了利用治罰調伏煩惱厚重的眾生，令

其生起懺悔心，而做善行。75 《優婆部五戒威儀經》亦云：「菩薩見前眾生須加

杖痛，然後有利，自護不治者，犯輕垢罪。不犯者，若利少苦多，是名不犯」。76  

可知對菩薩而言，除非導致的痛苦與獲得的利益不成比例，否則應杖痛眾生，另

其向善時，如若因愛護而不加治罰，反而是犯罪。 

 
72 徐維里，〈近世禪宗清規中的金錢觀〉，頁 73。 

73 《雲棲法彙（選錄）》，CBETA 2024.R2, J33, no.B277, p.165a15-23。 

74 嚴耀中，《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頁 117-118。 

75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T40, no.1813, p.643c7-24。 

76 《優婆部五戒威儀經》，CBETA 2024.R2, T24, no.1503, p.1118a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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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觀念也在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中可以見得，如北齊顏之推《顏氏家

訓》中有：「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

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

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77 可見對於子女教育的困難與慎重，楚

撻當如用藥，是為了不讓子女陷於罪惡的不得已之法。 

此外， 《氏氏春秋．兵》》中有「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中

略）故怒笞不可偃於家」。78 《魏王脩誡子書》也提出「父欲令子善，唯不能煞

身，其餘無惜也」。79 皆可見中國自古對懲罰教育的重視。 

在中國除菩薩戒興盛與儒家倫理的適應外，對祖統師承的重視，也是影響中

國佛教治罰觀念的因素之一。在佛教律部文獻當中，可見佛教非常重視的平等精

神，所有條文內容都是適用於每一位僧團成員，不論僧尼在教團或社會中的地位

高低，都須遵守到同等的規範。80 埃利奧特指出：佛教戒律中除簡單的長幼之

分、師生關係外，並沒有聲稱服從的誓言，也不承認等級制度，在僧團中沒有一

人能夠向另一人發佈命令，而違犯戒律或拒絕遵守者，即不再屬於僧團成員，其

中沒有強迫與壓制，或委託有力人物關說的情況。81 不過在中國可能為順應儒家

等級、道統觀念，重視師承淵源，82 以及有管理龐大集團的需要等種種原因，開

始重視教團當中有某種形式的權威，如此也令佛教僧團的教育理念與中國傳統家

 
77 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顏氏家訓》。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頁

4。 

78 《氏氏春秋》卷七，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頁 87，http://sha

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C5613401&order=rn_no&no=00870&im=0010087&pg=87。202

6年 1月 6日瀏覽。 

79 《藝文類聚》卷二誦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頁 356，htt

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C5912500&order=rn_no&no=00930&im=0070038&pg=3

56。2024年 8月 8日瀏覽。 

80 顏耀中，《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頁 25。 

81 〔英〕查爾斯．埃利奥特著，李榮熙譯，《印度教與佛教史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351-352。 

82 參考：藍日昌，〈宗派與燈──論隋唐佛教宗派觀念的發展〉。《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4，200

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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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尊師重道等觀念相互交涉。 

除此而外，據佛教律典中的記述，可知佛教並非強調齊頭式平等，對於有才

德之長老在治罰時，仍有所優待，然而其原因並不是其本身的地位崇高，而是由

於人們看到耆年碩德、學識淵博的大德受到治罰，容易產生謗議，故開許其對一

人而說懺悔。83 到了明清佛教亦有敬老尊賢，體恤年老者的例證，如《雲棲共住

規約》有：「老人衰頹，早課來否不論，晚課必須隨眾。不至依例罰。八十者量

處。九十者徑免。其輪直日看香。八十九十同上」。84 可見共住規約中仍通情

理，對於長者違規會酌情減輕罰則、罰金。 

  

五、結語 

佛教中的「還淨」概念涉及懺悔和清淨，重在通過意樂而非治罰來恢復內心

的清淨。治罰制度雖不是佛陀制戒原初的本意，但在實際運行中，為了解決僧團

內部問題而有立定之必要。治罰的宗旨在於幫助難伏眾生深刻懺悔，維持清淨的

修行環境，故符合佛教強調的懺悔和還淨的基本原則。然而隨時代改變，治罰的

內容愈加豐富，是否依然符合佛教思想，則需考慮戒律的可變性。 

佛教戒律並非由憑空想像而生，其產生受到印度原有文化、思想的影響。且

有著因地制宜的特性，依時空、地域的不同，進行順應當地文化習慣的調整是為

常態。因此在佛教傳入中國後，戒律在實踐上發生重大轉變，除了有中國與印度

文化差異的因素外，小乘戒律與大乘思想的融合，亦為中國佛教戒律觀之特色。

而佛教的治罰觀念、方式也因融合、適應中國文化與倫理觀念等，展現出了獨特

面貌。 

 
83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T24, no.1458, p.550a12-2。 

84 《雲棲法彙（選錄）》，CBETA 2024.R2, J33, no.B277, p.159a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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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轉變外，實際上於中國發展出的清規在許多方面依然承繼佛教戒律

精神。治罰手段亦是如此，雖然在中國倫理觀念、社會風氣的影響下，佛教引入

了不同於原先戒律當中的治罰方法，但其背後目的仍是以令犯錯誤者懺悔還淨為

重，且教內人士並非就此將符合社會風氣的治罰方式視為上策，而是不斷提出批

判、反省，進行調整，試圖在時代風氣與戒律精神中找到平衡。 

其次，藉由文中討論，可見不論僧團、家族、學校、社會在設立團體管理制

度時，都透過適當搭配懲罰，來輔助制度規則有效運行，且方法有很高的相似

性。如：除判死外，默擯、退學、出院、流放等不在處理犯罪者，將其置於團體

之外的懲罰，在不同團體中，都是極為嚴厲的處罰方式。體罰、物質懲罰、剝奪

權利等，也皆為各團體規範中常見的手段。可見能有效對治人性的懲罰，適用於

不同的群體。而為多數人所接受的處罰方式，才能被延續保留。 

此外，除了文中討論的杖打與金錢懲罰是佛教與中國傳統都存在的懲罰方式

外，考察書院學規與佛教相關紀載，亦發現書院與佛教僧團，皆有利用不再供給

飲食作為懲罰，來策勵犯錯者、考核不合格者反省自身。婆羅門苦行也有利用限

制飲食，來達至贖罪效果，不過未能展開討論，是將來可再深入思考的問題。 

 

 

 

 

 

 



26 

參考文獻 

一、 原典文獻 

《誦律律》，T23, no.1435。 

《大乘莊嚴經論》，T31, no.160。  

《大乘寶雲經》，T16, no.659。 

《大般涅槃經》，T12, no.374。 

《五分比丘尼戒本》，T22, no.1423。 

《五分戒本》，T22, no.1422。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T40, no.1804。 

《勅修百丈清規》，T48, no.2025。 

《南海寄歸內法傳》，T54, no.2125。 

《毘尼母經》，T24, no.1463。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T24, no.1452。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T24, no.1458。 

《國清百錄》，T46, no.1934。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T40, no.1813。 

《雲棲法彙（選錄）》，J33, no.B277。 

《瑜伽師地論》，T30, no.1579。 

《僧羯磨》，T40, no.1809。 

《摩訶僧祇律》，T22, no.142。 

《優婆部五戒威儀經》，T24, no.1503。 

《沙沙部部和五五分律》，T22, no.1421。 

《沙沙部羯磨本》，T22, no.1424, p.224b14-15。  



27 

《攝大乘論釋》，T31, no.1595《春秋左傳正義（誦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0年。 

《家訓》（景印汲古閣精抄本）。《涵芬樓祕笈》第二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

館。1924年。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歷代刑法考（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顏氏家訓》。長沙：商務印書。1939年。 

《氏氏春秋》卷七，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http://shanben.ioc.u-

tokyo.ac.jp/main_p.php?nu=C5613401&order=rn_no&no=00870&im=0010087&pg=8

7。2026年 1月 6日瀏覽。 

《廟學典禮》卷五，中華古籍資源庫，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36958.0。2026年 1

月 6日瀏覽。 

《藝文類聚》卷二誦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

http://shanben.ioc.u-

tokyo.ac.jp/main_p.php?nu=C5912500&order=rn_no&no=00930&im=0070038&pg=3

56。2026年 1月 6日瀏覽。 

 

二、 中日文專書、論文 

〔法〕迭朗善譯，馬香雪轉譯（1996）。《摩奴法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英〕查爾斯．埃利奥特著，李榮熙譯（1982）。《印度教與佛教史綱》。北

京：商務印書館。 



28 

王永麗（2019）。〈明代官學學規研究〉。山西：山西師範大學教育史碩士學位

論文。 

王信杰（2015）。〈唐至宋舊五刑體制的破壞與元代近世新五刑的建立〉。《史

耘》17。頁 1-52。 

田建榮（2016）。〈古代童蒙懲罰式家庭教育特點探析〉。金瀅坤主 ，《童蒙

文化研究（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白松閣（2017）。〈唐代中央官學的學生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高等教育

學碩士學位論文。 

佐藤達玄著，釋見憨、鍾修三、歐先足、林正昭譯（1997）。《戒律在中國佛教

的發展》。嘉義：香光書鄉。 

李春燕（2020）。〈宋代太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

學位論文。 

杜成憲（2018）。〈以學為本：先秦教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史博

士學位論文。 

屈萬里（1977）。《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孫明芸（2005）。〈秦漢勞役刑與財產刑之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

罪碩士學位論文。 

孫桂彬（2016）。〈理論與現實：從杖打透視佛教律學本土化〉。《世界宗教研

究》3。頁 105-117。  

孫桂彬（2016）。〈漢傳佛教懺悔實踐的理論與方法──以天台宗為中心〉。山

東：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博士論文。 

孫鍾鈞（2013）。〈南北朝佛教懺悔思想之探究〉。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徐維里（2020）。〈近世禪宗清規中的金錢觀〉。《臺大佛學研究》40。頁 49-

83。 

政武（1999）。《佛教戒律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9 

游祥洲（2009）。〈論中國佛教懺悔理論的形成及其理念蘊涵〉。《從傳統到現

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臺北：東大出版。 

費成康（1992）。〈論家族法中的懲罰辦法〉。《政治與法律》5。頁 17-22。 

黃奎（2008）。《中國禪宗清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趙夢梅（2018）。〈元代書院規約研究〉。山東：山東大學中國史碩士學位論

文。 

劉麗君（2015）。〈教育懲罰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博士

學位論文。蔣忠新譯（2007）。《摩奴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鄭炳林、魏迎春（2004）。〈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科罰制度研究〉。《敦煌

研究》2。頁 48-57。 

謝世維（2010）。〈首過與懺悔：中古時期罪感文化之探討〉。《清華學報》新

40：4，頁 735-764。 

謝守華（2020）。〈唐代太學研究〉。陝西：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學位論

文。 

藍日昌（2004）。〈宗派與燈──論隋唐佛教宗派觀念的發展〉。《成大宗教與文

化學報》4。頁 19-52。 

羅翔（2022）。《刑罰的歷史》。香港：三聯書店。 

嚴耀中（2007）。《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釋大睿（1998）。〈中國佛教早期懺罪思想之形成與發展〉。《中華佛學研究》

2。頁 313-337。 

釋印順（1976）。《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重版。 

釋智學（2009）。〈中國佛教的懺悔觀──以永明延壽為中心──〉。《正觀誌

》》48。頁 157-203。 

釋濟群（2017）。《僧伽的教育問題——師資相攝篇解讀》。蘇州：蘇州西園戒

幢律寺．戒幢佛學研究所。 


